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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刑事法院制度之研究

1. 前言

一九九八年七月十七日，一百二十個國家的代表在位於羅馬的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總部投票贊成通過了《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the Rom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這個國際條約創設了世人渴望已久的常設、獨立的國際刑事法院。不同於國際法院（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僅以「國家」為適格之當事人，國際刑事法院可以追訴觸犯滅絕種族罪、危害人類罪、戰爭罪及侵略罪的個人，這是國際法上一個極為重要的里程碑。該規約自二００二年七月一日生效，至二００五年五月十二日為止，已有一百三十九個國家簽署，九十九個國家批准、加入。

《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
（以下簡稱《規約》）全文共有一百二十八個條文，除了序言以外，分為十三編，依序為「法院的設立」（第一條至第四條）、「管轄權、可受理性和適用的法律」（第五條至第二十一條）、「刑法的一般原則」（第二十二條至第三十三條）、「法院的組成和行政管理」（第三十四條至第五十二條）、「調查和起訴」（第五十三條至第六十一條）、「審判」（第六十二條至第七十六條）、「刑罰」（第七十七條至第八十條）、「上訴和改判」（第八十一條至第八十五條）、「國際合作和司法協助」（第八十六條至第一百零二條）、「執行」（第一百零三條至第一百十一條）、「締約國大會」（第一百十二條）、「財務事項」（第一百十三條至第一百十八條）、「最後條款」（第一百十九條至第一百二十八條），性質上包含了組織法、刑事實體法、刑事程序法、司法互助法。

本文之目的在於提供對於國際刑事法院成立背景、組織、管轄犯罪、訴訟程序、執行、司法互助之概括瞭解。

2. 國際刑事法院成立之歷史背景

2.1.概述

歷史上可以考證最早的國際刑事審判發生於西元一四七四年，成立國際刑事法院的呼籲則可以追溯到西元一八七二年間。在每一次經歷慘絕人寰的戰爭或暴行之後，總有制裁戰犯追討正義的司法作為，慘痛的教訓亦總是令人相信不會再發生類似的暴行。不幸的是，人類經歷了一次世界大戰、二次世界大戰，飽受戰亂之苦，然而相同的戲碼仍然一再上演，終於激發了人類付諸行動實踐正義的強烈決心。

最早的國際刑事審判可以追溯到西元一四七四年。當彼得‧馮‧哈根巴賀（Peter von Hagenbach）接受布根第公爵查爾斯的指派，管領現今位於德國北部的Breisach市，哈根巴賀允許他的軍隊無端殘殺、強姦、掠奪財產，暴行甚至擴張至鄰近區域，對於經商路過的瑞士商人也不放過，荒唐的暴行終於引起人民的反抗。二十八名來自鄰近地區及諸侯國例如奧地利、法國的代表組成了特設法庭，審理認定哈根巴賀有罪，褫奪其騎士頭銜，並判處死刑。
 而一般咸認首位倡議成立國際刑事法院者為國際紅十字會創辦人之一的古斯塔夫‧莫瓦尼爾（Gustav Moynier）。在他經歷並目睹了普法戰爭期間的種種殘虐暴行之後，於一八七二年間提出設立一個常設刑事法院的草案，以審判違反一八六四年日內瓦公約（即《關於改善陸上武裝部隊傷者及病者境遇公約》）或其他國際人道法之罪犯。然而莫瓦尼爾劃時代的構想在當時卻被認為過於激進。
  

近代國際社會對於國際刑事法院的渴望始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儘管戰後成立國際刑事法院訴追違反戰爭法罪犯的呼聲不斷，均未見諸行動，不了了之。
  一九二０年由國際聯盟設立的常設國際法院及一九四五年由聯合國設立的國際法院均以解決國家間的爭端為旨，沒有審判自然人的刑事管轄權，例如審理戰犯。缺乏可以審判自然人的國際機構，實為實現國際正義機制之極大缺失。
因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聯合國大會迅即邀請甫成立的國際法委員會（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研究設立能夠審判自然人滅絕種族罪行的國際刑事法院之需要性及可行性，踏出建立國際刑事法院的第一步。
 這個構想整整歷經五十餘年，終於在二００二年藉由國際刑事法院的成立而具體實現。

2.2. 國際刑事法院發展的歷史進程

2.2.1. World War I 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英國、美國、法國、義大利、日本等戰勝國於一九一九年在巴黎召開合會簽訂凡爾賽條約，並成立戰爭發起者責任與刑罰委員會（The Commission on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Authors of War and on Enforcement of Penalties），調查戰爭發起者以及違反戰爭法的犯罪，向協約國軍事法庭提交報告，作為起訴的依據。儘管委員會之中，存在著少數不同意見，對於國家元首的刑事責任、不作為的刑事責任仍持保留意見，並認為人道法的概念在當時仍屬模糊，惟為順應公眾要求審判戰犯的強大壓力，委員會最終決定應當設立國際法庭追訴並懲罰戰犯，尤其是高階的將領，包括德國皇帝在內。
從凡爾賽條約第二百二十七條至第二百二十九條可以看得出不同意見妥協的跡象，第二百二十七條規定設立一個特別國際法庭，審判德國皇帝威廉二世。
 第二百二十八條規定其餘戰犯交由戰勝國國內法院審判，而德國必須與協約國合作解交戰犯受審。
  第二百二十九條則規定，僅對一國造成影響的戰犯，由該受影響國家的國內軍事法庭審理，同時影響數個國家的戰犯，由該數個國家共同組成的法庭審理。
 惟上開三個條文並未成功的具體實踐。德國威廉二世在荷蘭尋得政治庇護，協約國列出大約九百名涉嫌之德國戰犯，要求解交審判，德國卻置之不理。基於維持德國國情穩定及歐洲和平的考量，各方並未積極落實條約的實踐，政治的考量已經凌駕了審判正義的實現。經過嚴密的磋商折衷，各方同意所列名單上的部分涉嫌人交由位在萊比席的德國最高法院審判。結果僅有十二人受審，其中也僅有少數人獲判相當輕的刑罰。
 這樣的結果難免招致外界對於一個國內法院審理國際戰犯存有立場偏頗之懷疑，尤其是戰敗國的法院審理自己國家的戰犯的時候。

雖然國聯曾經討論設立一個國際刑事法院，此一提案沒有得到多數國家的支持，在大會上以「迄今尚無國際間普遍承認的國際刑法」遭到否決。
  

2.2.2. 第二次世界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成立了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of Nuremberg） 及遠東國際軍事法庭（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of Far East）審判德國納粹及日本的戰犯。除了一名被告自殺、一名被告因精神問題無法受審，紐倫堡法庭共審理了二十二名戰犯。
 位在東京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理了二十八名戰犯，全數予以定罪。除了這二個主要法庭以外，其餘戰犯之審判則分由同盟國各國審理。

這類法庭由戰勝國所設立，用以審判戰敗國的戰犯，招致「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批評，通常戰勝國的軍隊亦有違法之行為，然而只有戰敗國的戰犯受到審判。此外，不同法院對於相似的犯罪行為可能見解不一，或科處高低懸殊的刑罰。例如，在一九四六年間，一個英國軍事法庭審判三個德國人，該三名被告為某個製造用以毒殺集中營囚犯的毒氣Zyklon B之德國公司人員。其中二名被告被判有罪，處以死刑。而在另一個幾乎完全相似的案件，德國法院對該製造毒氣之化學工廠經理僅判處五年勞役，外加褫奪公權三年。
 

2.2.3.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及冷戰時期

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的慘劇重新燃起世人對於建構常設國際刑事法院之意願，聯合國大會在一九四七年間邀請國際法委員會在其既定的工作—將國際刑法編纂成文之外，研究設立國際刑事法院之需要性及可行性。
  

一九四九年間，國際法委員會首次集會研議《危害人類和平及安全治罪法》（Code of Offences against the Peace and Security of Mankind）草案及國際刑事法院之建構。一九五０年間，國際法委員會被賦予另一項任務，即研究侵略罪的定義。
 國際法委員會完成了第一個報告，擬具《危害人類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草案中雖包括了侵略罪，但卻沒有給予定義。另一方面，國際法委員會在一九五０年的第二次會期經由投票得出建立國際刑事法院有其必要且為可行的結論。
 然而，細究國際法委員會的會議紀錄可以發現委員會之中就此議題的意見相當分歧。二位委員分別做成報告提交委員會，一個支持建立國際刑事法院，
另一個則持反對意見。
 委員會最終投票以八比一贊成，二票棄權，認為建立國際刑事法院有其必要，另以七比三贊成，一票棄權，認為建立國際刑事法院是可行的。
 委員會之中分歧的意見多少反映了當時國際社會就設立國際刑事法院分歧的態度。聯合國大會接受國際法委員會的結論報告後，成立一個由十七個會員國代表組成的特別委員會（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risdiction），指派該委員會草擬國際刑事法院之規約。
這個特別委員會於一九五一年間完成規約草案提交大會，大會則將規約草案交由各會員國審查。至於《危害人類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則遭到大會擱置，
 主要的原因就是缺乏對侵略罪的定義。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間，聯合國大會針對國際法委員會提出的有關國際法院報告及各會員國審視規約草案後提出的意見進行討論。惟會員國對於設立國際刑事法院的需要性有重大歧見，大會乃就國際刑事法院此一議題成立第二個特別委員會，指派該特別委員會重新審酌相關爭點。
  此外，大會又成立另一個特別委員會負責侵略罪的定義。
  二個特別委員會均被要求於一九五四年大會會期提出報告。 

第二個有關成立國際刑事法院委員會在一九五三年提出了報告。國際法委員會亦在一九五四年七月完成了《危害人類和平及安全治罪法》的第三個修訂草案，此一草案包含了十三種違反國際法的罪行。同一年之內，研議侵略罪定義的特別委員會雖開會討論，卻無從就侵略罪的定義達成共識。聯合國大會於一九五四年會期就此三項議題進行討論，但決定全部暫時擱置。大會因此設立了第二個負責定義侵略罪的特別委員會，
在侵略罪定義明確以前，暫時擱置《危害人類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之討論，
 而有關國際刑事法院之討論則有賴侵略罪及《危害人類和平及安全治罪法》之完成為前提。
由於設立國際刑事法院本身即涉及複雜的法律及政治問題，加上冷戰時期在聯合國內形成的僵局，造成《危害人類和平及安全治罪法》案及國際刑事法院成立案的推動寸步難行。

隨著東西方關係之改善，冷戰逐漸瓦解，設立國際刑事法院的工作再度有了進展。一九八一年聯合國大會再度要求國際法委員會恢復《危害人類和平及安全治罪法》的研修。.
此時國際法委員會的成員指出實有必要建置《危害人類和平及安全治罪法》的執行機構，再三請示聯合國大會是否由國際法委員會研擬國際刑事法院規約草案。至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九日，聯合國大會乃正式要求國際法委員會考量《危害人類和平及安全治罪法》的實踐執行，
 又於一九八九年間決議特別要求國際法委員會研議設立國際刑事法院之問題。事實上這個一九八九年決議的形成，係由千里達多貝哥（Trinidad and Tobago）領銜十六個迦勒比海及拉丁美洲國家共同提出。這些國家原本意在處理引渡及追訴國際毒梟的問題，於是要求國際法委員會在研擬國際刑事法院規約草案的同時，須將國際毒品運輸犯罪列入考慮。
毒品犯罪最後雖未被列入國際刑事法院管轄之犯罪，當初這個決議卻在國際刑事法院催生的歷程中適時發揮了推動的效果。

2.2.4. 前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庭
一九九一年間，南斯拉夫境內發生克羅埃西亞、塞爾維亞等族裔之嚴重武裝衝突，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特別注意到國際人道法之違反，乃於一九九二年間先行成立一個專家委員會（Commission of Experts），負責蒐集在戰事期間嚴重違反日內瓦公約及其他違反國際人道法犯行之證據及資料，
繼於一九九三年依照聯合國憲章第七章設立「前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庭」（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Yugoslavia，簡稱ICTY）
以追訴懲罰戰犯。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將專家委員會蒐集所得之證據、資料、調查報告移交給前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庭的檢察官，提供偵查、起訴的重要素材。聯合國此舉依照憲章第七章為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而成立特別法庭要屬史無前例。從法理上而言，此一特別法庭依照聯合國憲章第二十九條屬於安全理事會之附屬機關，惟該法庭及其機關之蒐證、偵查、審理等等均為獨立運作。

2.2.5. 盧安達國際刑事法庭

一九九四年四月六日，盧安達共和國胡圖族裔的總統Juvenal Habyarimana與浦隆地共和國總統共乘的一架飛機在盧安達首都崎加里（Kigali）機場上空遭擊落，盧安達境內的胡圖（Hutu）族裔人民認為該事件必定係由圖齊（Tutsi）族人所為，瞬間引爆積埋已久的族裔仇恨，在幾個小時之內由首都蔓延至全國演變成為大規模的屠殺和暴行。暴行的實施者主要為胡圖族人，被害人則多為圖齊族人。至同年七月十九日新政府成立時，百日之間估計已有五十至一百萬人喪生。
  事後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於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八日第二度依照聯合國憲章第七章設立另一個特別法庭，即盧安達國際刑事法庭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Rwanda，簡稱ICTR) 。
  

前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庭和盧安達國際刑事法庭的建立和實踐顯示國際刑事犯罪之追訴是可行的。然而此種在每次特別事件後特設的國際法庭僅具有特定的時間、地域、事物管轄權。例如，盧安達國際刑事法庭按照《盧安達國際刑事法庭規約》第一條規定，僅就發生於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至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盧安達境內及其邊境國家所發生滅絕種族及其他嚴重違反國際人道法之行為具有管轄權。亦即，每一次事件發生後，必須從無到有組織一個新的法庭，招募行政人員、設置軟硬體、聘任檢察官、法官等等，所管轄的犯罪僅限於特定時期之內因該次事件所發生的犯罪，待任務完成之後，該特別法庭隨即結束。

在前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庭成立後，短期之內又成立了盧安達國際刑事法庭，顯示了對於常設國際刑事法院的需要。在二個特別法庭的籌組過程遭遇到的困難，諸如聘任檢察官及法官、籌措財源、尋覓法庭設置處所、逮捕移交涉嫌被告等等，亦在在凸顯成立常設國際法院的迫切需求。前南斯拉夫與盧安達事件改變了整個政治氛圍，促使設立國際刑事法院成為國際共識。 

2.2.6. 草案的研擬

國際法委員會在一九九四年間完成了包含六十個條文的草案，送交聯合國大會。大會成立一個特別委員會先行審酌草案，稍後於一九九五年底提交報告。這個報告後來成為建立國際刑事法院籌備委員會的工作基礎。一九九五年聯合國成立了建立國際刑事法院籌備委員會， 籌備委員會開放給所有會員國及特別機構參加，負責擬具能夠被廣泛接受的國際刑事法院規約草案，為召開全權代表大會預作準備。
至一九九八年四月間，籌備委員會完成了國際刑事法院規約之起草。

2.2.7. 國際刑事法院時代之來臨

自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五日至十七日，來自全球一百六十個國家的代表在義大利羅馬召開外交大會，磋商國際刑事法院規約條文，同時有三十三個政府間組織及二百三十六個非政府組織在場觀察。 五個星期激烈的協商，最後化做一百二十八個條文，象徵著近半世紀的努力。
  經過投票的結果，一百二十個國家贊成，七個國家反對，二十一個國家棄權，
 世界上第一個獨立、常設的國際刑事法院於焉誕生。直到二０００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最後簽署期限之前，
有一百三十九個國家簽署了國際刑事法院規約。按照規約第一百二十六條第一項的規定，需要有六十份批准書或接受書、核准書、加入書交存聯合國秘書長始達到法定生效要件。 在二００二年四月十日，同時有十個國家向聯合國秘書長遞交批准書，達到了法定生效要件，國際刑事法院規約自第六十份批准書交存之日起六十天後的第一個月份第一天，即二００二年七月一日，開始生效。
 

3. 國際刑事法院之組織與財務

國際刑事法院依照《規約》第四條規定，具有國際法律人格
並享有為行使其職能和實現其宗旨所必需的法律行為能力，在《規約》規定的範圍內，可以在任何締約國境內或以特別協定在任何其他國家境內行使其職權和能力。
法院設在荷蘭海牙，
是一個常設的機構，
並且是一個獨立的機構，其與聯合國的關係則由院長代表法院與聯合國簽署協定訂定。

國際刑事法院由四個機關所組成，包括院長會議（Presidency）、法院（Divisions）、檢察官辦公室（Office of the Prosecutor ）及書記官處（Registry）。法庭包含了預審庭（Pre-trial Division）、審判庭（Trial Division）及上訴庭（Appeals Division）。

3.1. 院長會議

院長會議負責管理檢察官辦公室以外的工作及履行規約賦予院長會議的其他職能。成員包括院長、第一副院長、第二副院長，由法官以絕對多數選出，任期三年，或者至其法官任期屆滿為止，得連選一次。院長不在或迴避時，由第一副院長代行職務。院長和第一副院長都不在或迴避時，由第二副院長代行職務。

3.2. 檢察官辦公室

檢察官辦公室由檢察官領導，全權負責檢察官辦公室之事務，包括辦公室工作人員、設施及其他資源的管理和行政事務。檢察官應由一名或多名副檢察官（Deputy Prosecutor ）協助，且檢察官與副檢察官的國籍不得相同。檢察官辦公室負責接受及審查提交之情勢以及關於法院管轄權內的犯罪事證，進行調查及起訴。
《規約》特別強調檢察官的獨立性，明文規定檢察官辦公室為一單獨機關，獨立行事，辦公室成員不得尋求任何外來指示或依任何外來指示行事。檢察官和副檢察官亦不得從事任何使其獨立性受到懷疑的活動。

檢察官和副檢察官應為品格高尚、在刑事案件的起訴或審判方面具有卓越能力和豐富實際經驗之人，並且應精通並能流暢使用至少一種工作語文。
檢察官由締約國大會成員以無記名投票依絕對多數選出，副檢察官依相同之方式，由檢察官提出的候選人名單中選出。原則上檢察官和副檢察官的任期均為九年，不得連選。
經由締約國大會於二００三年四月二十一日選舉，阿根廷籍的Luis Moreno-Ocampo先生被選為第一任國際刑事法院檢察官，嗣於同年六月十六日宣誓就職。
二位分別負責協助起訴及調查的副檢察官由Luis Moreno-Ocampo檢察官提出候選人名單，經由締約國大會於二００四年九月八日、九日先後選出甘比亞籍的Fatou Bensouda女士
及比利時籍的Serge Brammertz先生
擔任。
檢察官除了有副檢察官的襄助以外，《規約》並允許檢察官任命對於具體問題，如性暴力、性別暴力、對兒童的暴力等，具有法律專門知識的顧問，
亦得視需要任命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包括調查員的任命。

3.3. 法院

法院包含三個法庭，即預審庭、審判庭與上訴庭。上訴庭包含院長和四名其他法官，審判庭包含至少六名法官，預審庭亦包含至少六名法官。法院的司法職能由各法庭的分庭履行，
上訴分庭（Appeals Chamber）由上訴法庭全體法官組成，審判分庭（Trial Chamber）由審判庭的三名法官組成，預審分庭（Pre-Trial Chamber）由預審庭的三名法官組成或由該庭的一名法官獨任。為了有效處理法院的工作，必要時法院得同時組成數個審判分庭或預審分庭。

國際刑事法院的法官應有至少十八名，必要時院長會議可以提議增加法官人數，經締約國大會成員以三分之二多數議決通過生效。
法官應選自品格高尚、清正廉明並具有本國最高司法職位的任命資格之人，精通並能流暢使用至少一種工作語文。法官候選人必須對於本院管轄事物有相當專長，《規約》將法官專長劃分為二個領域，即刑事法（含刑法及刑事訴訟法）與國際法方面的專長與經驗，
具備刑事法專長的法官及國際法專長的法官人數須維持適當之比例，
指派各法庭法官應參酌各庭所需履行的職能性質及各個法官的資格與經驗，使各法庭在刑事法及國際法方面的專長搭配得當。審判庭和預審庭則應主要由具有刑事審判經驗的法官組成。
除此以外，締約國在推選法官時，應考慮到法官的組成需具有世界各主要法系的代表性、公平地域代表性、適當數目的男女法官、是否對於具體問題諸如對婦女暴力或對兒童的暴力等問題具有專門知識。

法官的選任係由締約國提名，經締約國大會以無記名投票，得到出席並參加表決的締約國三分之二多數票的十八名票數最高的候選人當選。每一個締約國可以提名候選人一人，該候選人不必為該國國民，但必須為締約國國民。此外，不得有二名法官為同一國家的國民。法官的任期原則上為一任九年，除了第三十六條第九款第三項及第三十七條第二款所列情形以外，不得連任。法官候選人不僅需與其同國籍的候選人競爭以獲得締約國之提名，亦必須與其他締約國提名的候選人競爭，如此不得連任之規定，有助於法官保持公正，不致為尋求連任有所動搖。

3.4. 書記官處

書記官處負責非司法方面的行政管理和服務，書記官長（Registrar）為法院主要行政官員，在院長的權力轄下行事，領導書記官處的工作，惟不得妨礙檢察官的職責和權力。書記官長由法官參考締約國大會的建議依無記名投票以絕對多數選出，必要時，經書記官長建議，法官得以相同方式選出副書記官長（Deputy Registrar）一名。書記官長和副書記官長應為品格高尚能力卓越之人，且須精通並能流暢使用法院的至少一種工作語文。書記官長任期五年，可以連選一次。副書記官長的任期為五年，或由法官另行決定較短的任期。

《規約》針對書記官處的工作特別明文規定必須成立「被害人和證人股」（Victim and Witnesses Unit），與檢察官辦公室協商，向證人、出庭作證的被害人以及由於這些證人作證而面臨危險的其他人提供保護辦法和安全措施、輔導諮詢及其他適當援助。該股應有專於精神創傷方面的專業工作人員，包括與性暴力犯罪有關的精神創傷專業人員。

3.5. 締約國大會

締約國大會的成員為締約國之代表，每一締約國在大會應有一名代表，並可以有若干名副代表和顧問。大會設有主席團（Bureau），由大會選舉一名主席、二名副主席和十八名成員組成，任期三年，協助大會履行職責，主席團視需要隨時召開會議，但至少每年開會一次。大會亦得視需要設立附屬機關，包括設立一個負責檢查、評價和調查法院的獨立監督機制，以提高法院的工作效率和節省開支。《規約》或《最後文件》（Final Act）的其他簽署國（signatory）
可以作為大會觀察員（observer）。院長、檢察官和書記官長或其他代表適當時可以參加大會或主席團的會議。大會應在法院所在地即荷蘭海牙或在聯合國總部每年舉行一次會議，並根據情況需要舉行特別會議。除《規約》另有規定，特別會議應由主席團自行決定或根據締約國三分之一要求召開。

締約國大會負責廣泛的行政事項，包括向院長會議、檢察官、書記官長提供關於法院行政工作的監督、審議預算、調整法官人數等，有權修訂《規約》、表決通過及修正《犯罪要件》
、《證據和程序規則》
、《財務條例和細則》（Financial Regulations and Rules）
每一個締約國有一票表決權，除《規約》另有規定外，有關實質性事項（matter of substance）的決定，必須由出席並參加表決的締約國三分之二多數通過，但進行表決的法定人數，必須是締約國的絕對多數（absolute majority）；有關程序事項(matter of procedure)的決定，應由出席並參加表決的締約國簡單多數（simple majority）作出。任何締約國如果拖欠應分攤的費用，除非大會認為拖欠是該締約國所無法控制的情況所致，其拖欠數額相當於或超過以往整二年的應繳攤款時，將喪失在大會和主席團的表決權。大會的議事規則（rules of procedure）由大會自行制定。大會以聯合國大會的正式語文和工作語文為其正式語文和工作語文。

3.6. 財務事項

法院和締約國大會包括主席團和附屬機關的會議的一切有關財務事項，均依照《規約》和《財務條例和細則》之規定處理。
法院的經費來源有二，即（一）締約國的攤款，締約國應繳之費用依照議定的分攤比例表來攤派，該比例表以聯合國為其經常預算制定的比例表為基礎，並依照該比例表所採用的原則予以調整
；（二）聯合國經大會核准提供的經費，尤其是安全理事會提交情勢所涉的費用
；及（三）依照締約國大會通過的有關標準，接受各國政府、國際組織、個人、企業和其他實體的自願捐助，作為額外經費。

4. 國際刑事法院之管轄權及可受理性

國際刑事法院的管轄權相較於特設法庭或一般國內刑事法院有一個特色，即管轄權的不確定。除了管轄犯罪的屬物管轄權是確定的以外，管轄權的時之效力繫於規約附條件的生效時間及締約國加入或退出規約的時間，管轄所及的人或地域則取決於各個主權國家依其本國利益選擇加入或退出，可能有所變動。

4.1. 屬時管轄權與犯罪時效

國際刑事法院僅對於《規約》生效後實施的犯罪具有管轄權，而無溯及既往之效力。對於在《規約》生效後方成為締約國的國家，原則上法院只能對於《規約》對該國生效
後所實施的犯罪行使管轄權。

此一規定與聯合國大會於一九四八年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第十一條第二款「任何人的任何行為或不作為，在其發生時依國家法或國際法均不構成刑事罪者，不得被判為犯有刑事罪。」，及一九六六年通過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五條第一項：「任何人之行為或不作為，於發生當時依國內法及國際法均不構成犯罪者，不為罪。」的精神相符。現實上在立法過程中，如此限制的原因是為了消除一些國家擔心其官員遭到溯及既往追訴的疑慮，與其因此遭到杯葛，不如寄望未來，爭取多方支持，以免國際刑事法院之成立無望。

《規約》的生效時間，依照第一百二十六條第一款規定，在第六十份批准書、接受書、核准書或加入書交存聯合國秘書長之日起六十天後的第一個月份第一天開始，將生效時間以附條件方式設定於有相當數目國家批准之後。衡諸國際刑事法院之設立並非如前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庭、盧安達國際刑事法庭等事後針對個別事件成立的特設法庭，而係著眼於預防及懲治未來發生之犯罪，且國際刑事法院之成立、運作非賴國際廣泛協力不為功，如此附條件等待相當數目國家成為締約國之後才生效之設計應屬明智。

按照《規約》第二十九條規定，國際刑事法院管轄之犯罪不適用任何時效。蓋時效制度之設計，不外對於長久存在的事實狀態予以尊重，藉此維護社會秩序，各國刑事犯罪的時效制度，亦本此旨趣，規定追訴權、刑罰權因時效完成而消滅，且依犯罪程度之輕重，訂定短長不一的時效期間。而國際刑事法院所管轄之犯罪，不僅侵害具體個人之法益，同時侵害不特定多數人的安危，動盪國際社會和平，屬於最嚴重之犯罪，必須嚴加懲治，故規定無時效消滅期間。

4.2. 屬人管轄權

國際刑事法院在對於人的管轄權方面，不僅對於締約國國民有管轄權，在某些情況下甚至得對非締約國國民行使管轄。締約國國民一旦實施《規約》所列犯罪，國際刑事法院即可對其進行追訴，不論其實施犯罪行為之地點是否在締約國境內。至於非締約國之國民，並非全無機會受到國際刑事法院之管轄。倘若犯罪發生地國為締約國，或非締約國之犯罪發生地國向國際刑事法院提交聲明接受對於有關犯罪的管轄，非締約國國民在上開國境內犯罪即因《規約》第十二條第二款第一項或第十二條第三款之屬地原則受到管轄。非締約國國民若涉犯《規約》所列犯罪，犯嫌之國籍國亦可依照《規約》第十二條第三款向法院提交聲明接受管轄。惟《規約》僅對於實施犯罪時年滿十八歲之自然人有管轄權。
此外，《規約》對於任何人一律平等適用，不因其具有國家元首、政府首腦、政府官員、選任代表而得免除或減輕其刑事責任，縱使根據國內法或國際法可能賦予官方身分的豁免或特別程序規則，也不妨礙法院對其行使管轄權。

4.3. 屬地管轄權

按照《規約》第十二條的規定，國際刑事法院對於發生於締約國國境內或註冊該國之船舶、飛行器上之犯罪具有管轄權。倘若有關犯罪行為發生於非締約國或註冊該國之船舶、飛行器上，該非締約國可以向法院的書記官長提交聲明，接受法院對於有關犯罪行使管轄權。除了犯罪發生地的非締約國可以主動向法院提交聲明以外，檢察官可以請求書記官長在保密的基礎上，詢問非締約國是否有意提交第十二條第三款之聲明。

4.4. 屬物管轄權

根據《規約》的序言，國際刑事法院管轄的犯罪是「整個國際社會關注的最嚴重犯罪」。在立法的過程中，哪些犯罪屬於最嚴重的犯罪，多有爭議，有的國家主張應當包括毒品的運輸
、恐怖主義行動
等等，但因未獲多數國家一致的同意，未予納入。目前根據《規約》第五條僅列有：滅絕種族罪、危害人類罪、戰爭罪及侵略罪。

4.5. 國際刑事法院的管轄權屬於補充性管轄權

《規約》的第十七條「可受理性問題」闡明了國際刑事法院補充性管轄的定義。《規約》序言的第十段及第一條規定國際刑事法院對國內刑事管轄權起補充作用（complementary），亦即，國際刑事法院唯有在具有管轄權的國家不願意或不能夠切實調查、起訴、審判屬於國際刑事法院管轄之犯罪之時，方才行使其管轄權。此外，因國際刑事法院管轄之犯罪為「受到國際關注的最嚴重犯罪」，倘若案件缺乏足夠的嚴重程度，法院亦不受理。
至於何謂「不願意」、「不能夠」切實進行調查或起訴？《規約》在同條第二款列出斟酌之原則。

為了確定某一案件是否有不願意的問題，法院應根據國際法承認的正當程序原則，酌情考慮是否存在下列一種或多種情況，即（一）已經或正在進行的訴訟程序，或一國所作出的決定，是為了包庇有關的人，使其免負第五條所述的本法院管轄權內的犯罪的刑事責任；（二）訴訟程序發生不正當延誤，而根據實際情況，這種延誤不符合將有關的人繩之以法的目的；（三）已經或正在進行的訴訟程序，沒有以獨立或公正的方式進行，而根據實際狀況，採用的方式不符合將有關的人繩之以法的目的。

為了確定某一案件中是否有不能夠的問題，法院應考慮一國是否由於本國司法系統完全瓦解，或實際上瓦解或者並不存在，因而無法拘捕被告或去得必要的證據和證言，或在其他方面不能進行本國的訴訟程序。

5. 刑事實體法

5.1. 刑法的一般原則

如同文明國家的刑事實體法規多先有總則之規定，《羅馬規約》在第三編即第二十二條至第三十三條臚列了諸多刑法的一般原則，相較於過往幾個特設國際刑事法庭憲章僅有零星的規定，已有長足之進步。惟此編之刑法一般原則仍非完整的刑事法基本原則總集，但再次宣示了國際社會長久以來透過《聯合國憲章》、《世界人權宣言》、《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兒童權利公約》等國際文件逐步發展確認的原則，也顯現了當今多數國家通認的共識。在締約過程中遲遲未能達成共識的「不作為之責任」（actus reus; act or omission），即未納入規約之中。
此外，有些刑法基本原則如無罪推定原則、一事不再理原則因與其他程序關係密切，爰列入其他編章。

《規約》列舉的刑法一般原則包括：

（一）法無明文不為罪（nullum crimen sine lege）。只有當有關行為發生時構成法院管轄權內的犯罪，該行為人才根據《規約》負刑事責任。又犯罪的定義應予嚴格解釋，不得類推延伸。涵意不明時，應做有利於行為人之解釋。

（二）法無明文者不罰(nulla poena sine lege)。被定罪之人，只能依照《規約》受處罰。

（三）對人不溯及既往(ratione personae)。即個人不對《規約》生效以前發生的行為負《規約》規定的刑事責任。惟若在最終判決前，適用於某一案件的法律發生改變，應適用對於被告較為有利的法律。亦即，於法律變更時，視新法或舊法對於被告何者較為有利，即適用較有利之法律。

（四）個人刑事責任。國際刑事法院對於自然人具有管轄權，行為人應依照《規約》的規定負個人責任，並受處罰。個人應負刑事責任的態樣包括正犯、共犯、間接正犯、教唆犯、幫助犯及障礙未遂犯。倘行為人出於己意完全自願地放棄其犯罪目的，停止實施犯罪或防止犯罪之完成，《規約》不予處罰。

（五）對於不滿十八歲及實施犯罪行為時未滿十八歲之人，國際刑事法院不具有管轄權。

（六）個人的刑事責任不因行為人具有官方身分如國家元首、政府首腦、議會議員、政府官員等而得免除或減輕。縱使根據國內法或國際法可能給予豁免或特別程序規則，仍不妨礙國際刑事法院對其行使管轄權。

（七）軍事指揮官和其他上級的責任。《規約》第二十八條分為兩部分，將軍事指揮官及以軍事指揮官身分有效行事之人規定於第一款，非軍事之其他上級人員列為第二款：

「軍事指揮官或以軍事指揮官身分有效行事的人，如果未對在其有效指揮和控制下的部隊，或在其有效管轄和控制下的部隊適當行使控制，在下列情況下，應對這些部隊實施的本法院管轄權內的犯罪負刑事責任：（１）該軍事指揮官或該人知道，或者由於當時的情況理應知道，部隊正在實施或即將實施這些犯罪；和（２）該軍事指揮官或該人未採取在其權力範圍內的一切必要而合理的措施，防止或制止這些犯罪的實施，或報請主管當局就此事進行調查和起訴。

對於第一款未述及的上下級關係，上級人員如果未對在其有效管轄或控制下的下級人員適當行使控制，在下列情況下，應對這些下級人員實施的本法院管轄權內的犯罪負刑事責任：（１）該上級人員知道下級人員正在實施或即將實施這些犯罪，或故意不理會明確反映這一情況的情報；（２）犯罪涉及該上級人員有效負責和控制的活動；和（３）該上級人員未採取在其權力範圍內的一切必要而合理的措施，防止或制止這些犯罪的實施，或報請主管當局就此事進行調查和起訴。」

所稱「以軍事指揮官身分有效行事的人」乃指非正規軍隊但事實上從事軍事活動的指揮官。本條所以對軍事指揮官和非軍事之上級官員予以區分，主要著眼於非軍事之上級官員未必有如軍事指揮官對於下級之上命下從的掌控程度，因此對於非軍事之其他上級官員的責任標準也較寬鬆，對於下級人員實施犯罪之責任，以其實際知悉為必要，非如軍事指揮官以其實際知道或「理應知道」其部隊實施犯罪即須負責。

（八）不適用時效。《規約》第二十九條規定：「本法院管轄內的犯罪不適用任何時效。」，然此僅指《規約》第五條至第八條所列之滅絕種族罪、危害人類罪、戰爭罪及侵略罪等國際關注最嚴重的犯罪而言，至於《規約》第七十條所定之偽證等妨害司法罪，其時效則規定於《程序和證據規則》規則一六四，追訴權時效為五年，刑罰權時效為十年。

（九）主觀要件。除另有規定外，《規約》所處罰之犯罪以故意和明知為限。所稱「故意」即指「就行為而言，該人有意從事該行為」或「就結果而言，該人有意造成該結果，或者意識到事態的一般發展會產生該結果」。所稱「明知」乃指「意識到存在某種情況，或者事態的一般發展會產生某種結果」而言。

（十）免除刑事責任的理由。《規約》第三十一條第一款列有四種免責事由，包括：（１）行為人患有精神病或精神不健全，因而喪失判斷其行為的不法性或性質的能力，或控制其行為以符合法律規定的能力。（２）行為人處於醉態，因而喪失判斷其行為的不法性或性質的能力，或控制其行為以符合法律規定的能力。但若行為人有意識地進入醉態，並明知自己陷入醉態後，有可能實施犯罪，或不顧可能發生情形的危險，則不得免責。（３）正當防衛。即行為人以合理行為為防衛本人或他人，或者在戰爭罪方面，防衛本人或他人生存所必需的財產，或防衛完成一項軍事任務所必需的財產，以避免即將不法使用的武力，而且採用的防衛方式與被保護的本人或他人或財產所面對的危險程度是相當的。但行為人參與部隊進行防禦行動的事實，本身並不構成排除刑事責任的理由。（４）緊急避難。即行為係行為人或他人面臨即將死亡的威脅、或面臨繼續或即將遭受嚴重人身傷害的威脅而被迫實施為避免該威脅所採取必要而合理之行為，且必須無意造成比設法避免的傷害更為嚴重的傷害。

（十一）事實錯誤或法律錯誤。《規約》第三十二條就錯誤是否得以阻卻責任，以事實錯誤及法律錯誤作為區分。事實錯誤是對於犯罪的客觀事實産生了錯誤認識，例如：行為人雖知不得攻擊平民，卻錯將平民誤為敵方軍人而殺之。法律錯誤則是對犯罪的客觀事實有明確認識，但對行爲在法律上的評價有所誤認，例如：不知道攻擊平民是違法的。事實錯誤導致行為人心理上欠缺明知及故意的主觀要件，得為排除刑事責任之事由。法律錯誤原則上不得排除刑事責任，即不得因不知法律而免除刑事責任，惟若因法律錯誤導致主觀犯罪構成要件之欠缺時，則可作為排除刑事責任的理由。

（十二）依上級命令之行為原則上不排除刑事責任，除非行為人依法有服從有關政府或上級命令之義務，或行為人不知道命令為不法，或命令的不法性不明顯。但《規約》第三十三條第二款特別明文指出「實施滅絕種族罪或危害人類罪的命令是明顯不法的」。因此，在戰爭罪之案件中，行為人是否知道命令為不法或者命令的不法性是否明顯必須由檢察官負舉證責任。

（十三）無罪推定原則。《規約》第六十六條第一款明定「任何人在本法院依照是用的法律證明有罪以前，應推定無罪。」，同條第二款、第三款分別規定檢察官負有證明犯罪事實之舉證責任，而法院判處被告有罪必須達到確信其罪行已無合理懷疑之程度。

（十四）一事不再理原則。對於同一行為人之同一行為，倘經國際刑事法院或其他法院判決，不論有罪或無罪，國際刑事法院或其他法院均不得重予審判。惟若另一法院的訴訟程序「是為了包庇有關的人，使其免負本法院管轄權內的犯罪的刑事責任；或沒有依照國際法承認的正當程序原則，以獨立或公正的方式進行，而且根據實際情況，採用的方式不符合將有關的人繩之以法的目的」，國際刑事法院仍得予以審判。

（十五）法院適用之法律。《規約》第二十一條第一款以三個段落的層次敘明國際刑事法院法源的位階高低。亦即，首先應適用《規約》本身、《犯罪要件》、《程序和證據規則》。其次，視情況適用可予適用之條約及國際法原則和規則，包括武裝衝突國際法規確定的原則。無法適用上述法律時，適用本法院從世界各法系的國內法的一般法律原則，惟此原則不得違反《規約》、國際法和國際法承認的規範和標準。

5.2. 犯罪構成要件

5.2.1. 滅絕種族罪

滅絕種族罪（Crime of Genocide）依照根據《規約》第六條的定義，係指蓄意全部或局部消滅某一民族、族裔、種族或宗教團體而殺害該團體的成員、致使該團體的成員在身體上或精神上遭受嚴重傷害、故意使該團體處於某種生活狀態下，毀滅其全部或局部的生命、強制施行辦法，意圖防止該團體內的生育、或強迫移轉該團體的兒童至另一團體。《規約》對於滅絕種族的定義基本上是採取與聯合國大會於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九日通過、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二日生效的《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相同的定義。

5.2.2. 危害人類罪

危害人類罪（Crimes against Humanity），依照《規約》第七條之規定，係指在廣泛或有系統地針對任何平民人口進行的攻擊中，在明知這一攻擊的情況下，作為攻擊的一部分而實施的下列任何一種行為：

（一）謀殺。

（二）滅絕。包括故意施加某種生活狀況，如斷絕糧食和藥品來源，目的是毀滅部分的人口。

（三）奴役。乃指對一人行使附屬於所有權的任何或一切權力，包括在販賣人口，特別是販賣婦女和兒童的過程中行使這種權力。

（四）驅逐出境或強行遷移人口。乃指在缺乏國際法容許的理由的情況下，以驅逐或其他脅迫行為，強迫有關的人遷離其合法留在的地區。

（五）違反國際法基本規則，監禁或以其他方式嚴重剝奪人身自。

（六）酷刑。乃指故意致使在被告羈押或控制下的人的身體或精神遭受重大痛苦。惟酷刑不應包括純因合法制裁而引起的痛苦，或這種制裁所固有或附帶的痛苦。

（七）強姦、性奴役、強迫賣淫、強迫懷孕、強迫絕育或嚴重程度相當的任何其他形式的性暴力。所稱「強迫懷孕」，乃指以影響任何人口的族裔構成的目的，或以進行其他嚴重違反國際法的行為的目的，非法禁閉被強迫懷孕的婦女。

（八）基於政治、種族、民族、族裔、文化、宗教、性別，或根據公認為國際法不容的其他理由，對任何可以識別的團體或集體進行迫害，而且與《規約》所列任何一種犯罪結合發生。所稱「迫害」乃指違反國際法規定，針對某一團體或集體的特性，故意和嚴重地剝奪基本權利。

（九）強迫人員失蹤。乃指國家或政治組織直接地，或在其同意、支持或默許下，逮捕、羈押或綁架人員，繼而拒絕承認這種剝奪自由的行為，或拒絕透露有關人員的命運或下落，目的是將其長期置於法律保護之外。

（十）種族隔離罪。乃指一個種族團體對任何其他一個或多個種族團體，在一個有計畫地實行壓迫和統治的體制化制度下，實施不人道行為，目的是維持該制度的存在。

（十一）故意造成重大痛苦，或對人體或身心健康造成嚴重傷害的其他性質相同的不人道行為。

5.2.3. 戰爭罪

綜合既存的國際條約、習慣法和以往國際刑事法庭的經驗，《規約》第八條將戰爭罪（War Crimes）分為四類：

（一）嚴重破壞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日內瓦公約》的行為，即對

有關的《日內瓦公約》規定保護的人或財產實施下列任何一種行為：

１、故意殺害

２、酷刑或不人道待遇，包括生物學實驗

３、故意使身體或健康遭受重大痛苦或嚴重傷害

４、為軍事上的必要，非法和恣意地廣泛破壞和侵佔財產

５、強迫戰俘或其他被保護人在敵國部隊中服役

６、故意剝奪戰俘或其他被保護人應享的公允及合法審判的權利

７、非法驅逐出境或遷移或非法禁閉

８、劫持人質

（二）嚴重違反國際法既定範圍內適用於國際武裝衝突的法規和慣例的其他行為，包括：

１、故意指令攻擊平民人口本身或未直接參加敵對行動的個別平民。

２、故意指令攻擊民用物體，即非軍事目標的物體。

３、故意指令攻擊依照《聯合國憲章》執行的人道主義援助或維持和平行動的所涉人員、設施、物資、單位或車輛，如果這些人員和物體有權得到武裝衝突國際法規給予平民和民用物體的保護。

４、故意發動攻擊，明知這種攻擊將附帶造成平民傷亡或破壞民用物體或致使自然環境遭受廣泛、長期和嚴重的破壞，其程度與預期得到的具體和直接的整體軍事利益相比顯然是過分的。

５、以任何手段攻擊或轟擊非軍事目標的不設防城鎮、村莊、住所或建築物。

６、殺、傷已經放下武器或喪失自衛能力並以無條件投降的戰鬥員。

７、不當使用休戰旗、敵方或聯合國旗幟或軍事標誌和制服，以及《日內瓦公約》所訂特殊標緻，致使人員死亡或重傷。

８、佔領國將部分本國平民人口間接或直接遷移到其佔領的領土，或將被佔領領土的全部或部分人口驅逐或遷移到被佔領領土內或外的地方。

９、故意指令攻擊專用於宗教、教育、藝術、科學或慈善事業的建築物、歷史紀念物、醫院和傷病人員收容所，除非這些地方是軍事目標。

１０、致使在敵方權利下的人員肢體遭受殘傷，或對其進行任何種類的醫學或科學實驗，而這些實驗既不具有醫學、牙醫學或住院治療有關人員的理由，也不是為了該人員的利益而進行的，並且導致這些人員死亡或嚴重危及其健康。

１１、以背信棄義的方式殺、傷屬於敵國或敵軍的人員。

１２、宣告決不納降。

１３、摧毀或沒收敵方財產，除非是基於戰爭的必要。

１４、宣布取消、停止敵方國民的權利和訴訟權，或在法院中不予執行。

１５、強迫敵方國民參加反對他們本國的作戰行動，即使這些人在戰爭開始前，已為該交戰國服役。

１６、搶劫即使是突擊攻下的城鎮或地方。

１７、使用毒物或有毒武器。

１８、使用窒息性、有毒或其他氣體，以及所有類似的液體、物質或器材。

１９、使用在人體內易於膨脹或變扁的子彈，如外殼堅硬而不完全包裹彈芯或外殼經切穿的子彈。

２０、違反武裝衝突國際法規，使用具有造成過分傷害或不必要痛苦的性質，或基本上為濫殺濫傷的武器、射彈、裝備和作戰方法，但這些武器、射彈、裝備和作戰方法應當已被全面禁止，並已依照第一百二十一條和第一百二十三條的有關規定以一項修正案的形式列入本規約的一項附件內。

２１、損害個人尊嚴，特別是侮辱性和有辱人格的待遇。

２２、強姦、性奴役、強迫賣淫、第七條第二款第六項所界定的強迫懷孕、強迫絕育或構成嚴重破壞《日內瓦公約》的任何其他形式的性暴力。

２３、將平民或其他被保護人置於某些地點、地區或軍事部隊，利用其存在使該地點、地區或軍事部隊免受軍事攻擊。

２４、故意指令攻擊依照國際法使用《日內瓦公約》所訂特殊標誌的建築物、裝備、醫療單位和運輸工具及人員。

２５、故意以斷絕平民糧食作為戰爭方法，使平民無法取得其生存所必需的物品，包括故意阻礙根據《日內瓦公約》規定提供救濟物品。

２６、徵募不滿十五歲的兒童加入國家武裝部隊，或利用他們積極參與敵對行動。

（三）在非國際性武裝衝突中，嚴重違反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四項《日內瓦公約》共同第三條的行為，即對不實際參加敵對行動的人，包括已經放下武器的武裝部隊人員，及因病、傷、拘留或任何其他原因而失去戰鬥力的人員實施下列任何一種行為：

１、對生命與人身施以暴力，特別是各種謀殺、殘傷肢體、虐待及酷刑。

２、損害個人尊嚴，特別是侮辱性和有辱人格的待遇。

３、劫持人質。

４、未經具有公認為必需的司法保障的正規組織的法庭宣判，逕行判罪和處決。

（四）嚴重違反國際法既定範圍內適用於非國際性武裝衝突的法規和慣例的其他行為。包括：

１、故意指令攻擊平民人口本身或未直接參加敵對行動的個別平民。

２、故意指令攻擊按照國際法使用《日內瓦公約》所訂特殊標誌的建築物、裝備、醫療單位和運輸工具及人員。

３、故意指令攻擊依照《日聯合國憲章》執行的人道主義援助或維持和平行動的所涉人員、設施、物資、單位或車輛，如果這些人員和物體有權得到武裝衝突國際法規給予平民和民用物體的保護。

４、故意指令攻擊用於宗教、教育、藝術、科學或慈善事業的建築物、歷史紀念物、醫院和傷病人員收容所，除非這些地方是軍事目標。

５、搶劫即使是突擊攻下的城鎮或地方。

６、強姦、性奴役、強迫賣淫、第七條第二款第六項所界定的強迫懷孕、強迫絕育以及構成嚴重違反四項《日內瓦公約》共同第三條的任何其他形式的性暴力。

７、徵募不滿十五歲的兒童加入武裝部隊或集團，或利用他們積極參加敵對行動。

８、基於與衝突有關的理由下令平民人口遷移，但因所涉平民的安全或因迫切的軍事理由而有需要的除外。

９、以背信棄義的方式殺、傷屬於敵對方戰鬥員。

１０、宣告決不納降。

１１、致使在衝突另一方權力下的人員肢體遭受殘傷，或對其進行任何種類的醫學或科學實驗，而這些實驗既不具有醫學、牙醫學或住院治療有關人員的理由，也不是為了該人員的利益而進行的，並且導致這些人員死亡或嚴重危及其健康。

１２、摧毀或沒收敵對方的財產，除非是基於衝突之必要。

5.2.4. 侵略罪

《規約》在第五條「法院管轄權內的犯罪」雖將侵略罪（Crime of Aggression）列為管轄之犯罪，但尚未定義侵略罪的構成要件。須俟依照《規約》第一百二十一條和第一百二十三條制定條款，界定侵略罪的定義及法院行使管轄權的條件後，方得對於侵略罪行使管轄權，且侵略罪的定義必須符合《聯合國憲章》有關規定。

如此列有罪名卻缺乏犯罪構成要件的條約或法律實屬少見，其原因在於各國對於應否將侵略罪納入國際刑事法院的管轄、安全理事會的地位以及侵略罪的定義多所爭議所致。有的國家認為只有「國家」才能實施侵略罪，個人不是侵略罪的實施主體，聯合國大會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四日第三三一四號決議亦將侵略罪的主體限定為國家，
而國際刑事法院的管轄僅及於追究個人的國際刑事責任，因而不應將侵略罪列入。此外，《聯合國憲章》第三十九條
賦予安全理事會認定侵略行為是否存在的權限。而安全理事會乃一政治機關，對於安全理事會認定侵略行為的權限與決定究應如何處置？以及侵略罪構成要件的具體內容究竟為何？
這些問題在各國之間尚無法達成共識，故而出現《規約》第五條暫時折衷的結果，留待進一步的磋商與修訂。

5.2.5. 《犯罪要件》

《犯罪要件》（ Elements of Crimes）
是依照《規約》第九條制定的輔助法律文件，均由締約國大會成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制定或修正。外交大會在一九九八年七月十七日通過了《設立國際刑事法院外交大會蕆事議定書》
, 設立「國際刑事法院籌備委員會」。籌備委員會被賦予多項職責，其中最重要的是草擬規約第五十一條所定之「程序和證據規則」以及進一步闡明規約第六至八條滅絕種族罪、危害人類罪與戰爭罪構成要件之「犯罪要件」。籌備委員會在蕆事議定書指定的二０００年六月三日期限前完成指定的任務，提出了《程序和證據規則》及《犯罪要件》之草案。
嗣由締約國大會於二００二年在紐約召開的第一屆大會通過《犯罪要件》，及於二００三年第二屆大會上通過《程序和證據規則》。
 

《犯罪要件》根據《規約》第六條滅絕種族罪、第七條危害人類罪及第八條戰爭罪為基礎，將各該罪名之犯罪構成要件進一步的臚列闡示。例如《規約》第六條規定：「為了本規約的目的，『滅絕種族罪』是指蓄意全部或局部消滅某一民族、族裔、種族或宗教團體而實施的下列任何一種行為：１、殺害該團體的成員；２、致使該團體的成員在身體上或精神上遭受嚴重傷害；３、故意使該團體處於某種生活狀態下，毀滅其全部或局部的生命；４、強制實施辦法，意圖防止該團體的生育；５、強迫轉移該團體的兒童至另一個團體。」，《犯罪要件》針對上開「１、殺害該團體的成員」臚列要件如下要件：「一、犯罪行為人殺害一人或多人。二、這些人為某一特定民族、族裔、種族或宗教團體的成員。三、犯罪行為人意圖全部或局部消滅該民族、族裔、種族或宗教團體。四、行為是在明顯針對該團體採取一系列類似行為的情況下發生的，或者是本身足以造成這種消滅的行為。」。

5.2.6. 妨害司法罪

除了上述國際刑事法院設立宗旨所欲懲治之犯罪以外，為促進追訴程序的順利，保障真實之發現，《規約》第七十條定有妨害司法罪，除就國際刑事法院之官員故意利用職務索取或收受賄賂明文訂定最高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責以外，對於故意實施之（一）偽證；（二）提出明知為不實或偽造之證據；（三）不當影響證人，阻礙或干擾證人出庭或作證，對證人進行報復，或毀滅、偽造證據，或干擾證據之收集；（四）妨礙、恐嚇或不當影響國際刑事法院官員，強迫或誘使該官員不執行或不當執行其職務；（五）報復執行職務之法院官員等行為，亦可判處最高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針對在國際刑事法院分庭（Chamber）實施上述第七十條犯罪之現行犯，依照《證據和程序規則》規則第一六九，檢察官可以口頭請求分庭下令當庭逮捕該人。

此外，對於出庭之人所實施的破壞訴訟程序或故意不遵守法院指令的不當行為，例如被告不斷擾亂審判，審判分庭的庭長在發出警告後，可以將被告帶出法庭，安排被告在庭外觀看審判和指示律師，並在必要時為此利用通訊技術。如其再三實施不當行為，並得命令禁止被告出席訴訟程序。
對於被告以外之人，分庭庭長可以命令禁止參加訴訟，禁令期間以三十日為限，更嚴重的不當行為，可以判處二千歐元以下罰金，且得連續處罰。
如實施不當行為之人為國際刑事法院之官員、辯護律師或被害人之法律代理人，分庭庭長可以命令禁止行使職權，禁令期以三十日為限。

6. 刑事程序法

《羅馬規約》既是由不同法系的各國協商制定，其結果便呈現大陸法系職權進行主義與英美法系當事人進行主義之兼容並蓄。即訴訟程序之進行雖採當事人進行主義，但法院仍有相當權力介入及控制訴訟程序。

6.1. 工作語言、正式語言

國際刑事法院的正式語文（official language）與聯合國的正式語文相同，為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法院的判決以及為解決法院審理的的重大問題而做出的其他裁判
應以正式語文公佈。法院的工作語文（working language）則為英文和法文。法官、檢察官、副檢察官、書記官長、副書記官長均必須精通並能流暢使用至少一種工作語文。惟在具體的案件中，法院應訴訟當事人或獲准參加訴訟的國家之請求，如果認為所提理由充分，應准許該當事人或國家使用英文或法文以外之語文。
此外，依照《程序和證據規則》規則四十一，院長會議如認有助於提高訴訟效率時，得准許使用法院的一種正式語文為工作語文。倘遇檢察官與辯護方提出請求，或某種正式語文為審理中案件多數涉案人所通曉使用的語文且有一名訴訟參與人請求使用該語文，院長會議應准許使用該正式語文為工作語文。

6.2. 《程序和證據規則》

《證據和程序規則》（Rules of Procedure and Evidence）
是依照《規約》第五十一條制定的輔助法律文件，針對法院的行政、司法及有關案件證據具體地列出十二章含「一般規定」、「法院的組成和行政管理」、「管轄權和可受理性」、「訴訟程序各階段的規定」、「調查和起訴」、「審判程序」、「刑罰」、「上訴和改判」、「妨害法院運作的犯罪和不當行為」、「對被逮捕人或被定罪人的賠償」、「國際合作和司法協助」、「執行」共二百二十五項的規則。遇有《證據和程序規則》未加規定的具體緊急情況出現時，法官得以三分之二多數制定暫行規則，在締約國大會通過、修正或否決之前暫予適用。又《證據和程序規則》、其修正案和任何暫行規則應與《規約》保持一致，若有抵觸，應以《規約》為準，亦不得追溯適用，損及被調查、被起訴或已被定罪之人。

相較於前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庭及盧安達國際刑事法庭，國際刑事法院的《證據和程序規則》不僅就各項程序有較為詳細的規定，其制定及修訂的權限係交由締約國大會，而非審理案件的法官。
國際刑事法院的法官僅能就法院日常運作的需要制定《法院條例》（Regulation of the Court）。

6.3. 調查

6.3.1. 調查的啟動機制

國際刑事法院案件之來源有三：（一）締約國向檢察官提交犯罪已經發生之情勢；（二）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根據《聯合國憲章》第七章行事，向檢察官提交犯罪已經發生的情勢；（三）檢察官依據收受之資料開始調查。
《規約》僅賦予締約國和安理會有此向檢察官提交犯罪情勢之權利，其餘非締約國、國際組織、非政府組織及個人雖然無此權利，仍得提供檢察官相關犯罪資料，促請檢察官進行調查。此外，有權提交情勢的締約國不限於犯罪行為地國或行為人國籍國，提交情勢亦不須徵得此等國家之同意。

檢察官收受提交情勢或犯罪相關資料後，首先應審認有無合理根據以決定是否開始調查，進行調查後則須斷定有無起訴之充分根據。在決定是否開始調查時，檢察官應考慮：（一）所掌握的資料是否提供了合理根據，可據以認為有人已經實施或正在實施本法院管轄權內的犯罪；（二）根據《規約》第十七條，該案件是否為可予受理或將可予受理的；（三）犯罪的嚴重程度和被害人的利益，是否仍有實質理由認為調查無助於實現公正。
其後，檢察官可以根據下列理由斷定有無進行起訴的充分根據，即：（一）有無充分的法律或事實根據可據以依照《規約》第五十八條請求發出逮捕證或傳票
；（二）該案件根據第十七條不可受理；或（三）考慮到所有情況，包括犯罪的嚴重程度、被害人的利益、被控告的行為人的年齡或疾患，及其在被控告的犯罪中的作用，起訴無助於實現公正。

於檢察官依據《規約》第十五條第一款自行根據有關犯罪的資料開始調查的情形，如果檢察官認為有合理根據進行調查，應請求預審分庭授權調查，並附上收集到的任何輔助材料。預審法庭在審查請求及輔助材料後，如果認為有合理根據進行調查，並認為案件顯然屬於本法院管轄權內的案件，應授權開始調查。惟此並不妨礙法院其後就案件的管轄權和可受理性問題作出斷定。
倘預審分庭拒絕授權調查，並不排除檢察官以後根據新的事實或證據就同一情勢再次提出請求。

6.3.2. 檢察官在調查方面的義務和權力

檢察官負有客觀義務，為查明真相，應調查一切有關的事實和證據，同等調查證明有罪和證明無罪之有利及不利證據，採取適當措施，確保有效地調查和起訴。並應尊重《規約》規定的個人權利及被害人、證人的利益和個人情況，包括年齡、性別和健康狀況，考慮犯罪的性質，特別是涉及性暴力、性別暴力或對兒童的暴力的犯罪。

檢察官的權力則包括：（一）收集和調查證據；（二）要求被調查的人、被害人和證人到庭；（三）請求任何國家合作，或請求政府間組織或安排依照各自的職權或任務規定給予合作；（四）達成有利於國家、政府間組織或個人提供合作的必要安排或協議；（五）同意不在訴訟的任何階段披露檢察官在保密條件下取得而僅用於產生新證據的文件或資料；（六）採取必要措施或要求採取必要措施以確保資料的機密性、保護人員或保全證據；（七）如有必要在某國境內進行調查，則必須依據《規約》第九編國際合作和司法協助的規定或第五十七條第三款第四項
經由預審分庭授權調查。

6.3.3. 調查期間犯罪嫌疑人的權利

根據《規約》進行調查時，依據第五十五條規定，個人享有下列權利：不被強迫證明自己有罪或認罪；不受任和形式的強迫、脅迫、威脅、酷刑或任何其他形式的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免費獲得口譯員的協助以及為求公正而需要的文件譯本；不得被任意逮捕、羈押，或基於《規約》規定以外的理由或程序被剝奪自由；於訊問前接受權利告知。

6.3.4. 預審分庭的職能

預審分庭通常由一位法官行使職權，
在調查階段得依據檢察官的申請，發出逮捕證或出庭傳票
、進行調查所需的命令和授權令；得採取必要措施以保護被害人和證人之隱私、保全證據、保護國家安全資料、保護被逮捕或被傳喚到庭之人；得依據檢察官或被逮捕、傳喚到庭之人之申請，就日後可能無法獲得的證據先行錄取證人證言、審查、收集或檢驗證據；得依職權保全檢察官未申請而其認為審判中對於辯護方具有重大意義的證據，惟檢察官對於審判分庭自行採取行動的決定可以提出上訴。

6.3.5. 審判前確認指控

當犯嫌到庭後的一段合理時間內，預審分庭應舉行聽訊，確認檢察官準備提請審判的指控（confirmation hearing）。檢察官應就每一項指控提出充足證據，證明有實質理由相信犯嫌實施了所指控的犯罪。檢察官可以採用書面證據或證據摘要，而無需傳喚預期在審判時作證的證人。犯嫌則可以對指控提出異議，質疑檢察官提出的證據並提出證據。預審分庭根據聽訊，審認是否有充足證據足以證明有實質理由相信犯嫌實施了各項被指控的犯罪，可能做出三種決定，即：（一）認為證據充足，並將犯嫌交付審判分庭，按照經確認的指控進行審判；（二）認為證據不足予以拒絕；或（三）暫停聽訊並要求檢察官考慮就某項指控提出進一步證據或做進一步調查，抑或修改一項指控。預審分庭拒絕確認一項指控，不排除檢察官日後在有其他證據支持的情況下再次要求確認該項指控。預審分庭確認指控後，院長會議即應組成審判分庭進行審判。

6.4. 審理

6.4.1. 審判的場所

除非另有決定，原則上審判地點為國際刑事法院之所在地。
審判時，被告應當在場，惟若被告不斷擾亂審判，審判分庭得令被告在庭外觀看審判和指示律師。
審判應公開進行，但為保護被害人、證人或機密證據，某些訴訟程序得不公開進行。

6.4.2. 審判的進行

審判分庭由三位法官組成，其中一人為庭長。審判分庭應確保審判公平和從速進行，充分尊重被告的權利，並適當顧及被害人和證人的保護。被指定審理案件的審判分庭應當與當事各方商議，採取必要措施以利訴訟公平從速進行；確定審判使用之一種或多種語文；命令揭示未曾披露的文件或資料，為審判做出充分準備。必要時，審判分庭得將初步問題送交預審分庭或另一名可予調遣的預審庭法官。在通知當事各方後，審判分庭可以酌情合併審理或分開審理對多名被告提出的指控。
審判時，庭長可以就訴訟的進行作出指示，包括為了確保以公平和公正的方式進行訴訟而作出指示。審判分庭有權應當事一方的請求或自行決定證據的可採性或相關性，並在審理過程中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維持秩序。
訴訟過程應如實製作完整審判紀錄，由書記官長保存。
 

6.4.3. 審判分庭得採取的措施

在審判前或審判期間，審判分庭為行使其職能，可以酌情採取下列行動：（一）行使第六十一條第十一款所述的任何一種預審分庭的職能；（二）傳喚證人到庭作證，要求提供文件和其他證據，必要時根據《規約》規定取得各國協助；（三）指令保護機密資料；（四）命令提供除當事各方已經在審判前收集或在審判期間提出的證據以外的其他證據；（五）指令保護被告、證人和被害人；及（六）裁定任何其他有關事項。

6.4.4. 認罪協商

審判開始時，審判分庭應向被告宣讀業經預審分庭確認的指控書。並應確定被告明白指控的性質，給予被告表示認罪與否之機會。被告表示認罪時，審判分庭應確定：（一）被告明白認罪的性質和後果；（二）被告是在充分諮詢辯護律師後自願認罪的；及（三）認罪的內容為案件事實所證明。一旦以上事項經確定後，審判分庭即可據以判決有罪。如上述要件未能滿足，審判分庭應按未經認罪處理，依照《規約》所規定之普通審判程序繼續審判，並可以將案件移交另一審判分庭審理。又審判分庭僅須確認以上事項，不問檢察官與被告之間協商認罪的過程及內容，《規約》更明定檢察官和辯護方之間就修改指控、認罪或判刑所進行的任何商議，對法院不具任何拘束力。

6.4.5. 證據

證人在作證前，應被告知《規約》第十一條第一款第一項偽證罪之犯罪行為，並須依照《程序和證據規則》宣誓：「本人鄭重宣誓，我將要說的是事實，是整個事實，而且全部是事實。」，保證其證言之真實性。對於十八歲以下或判斷力有缺陷之證人，如果審判分庭認為該人雖不瞭解宣誓的意義，但能夠陳述所知事實，並且瞭解說真話的義務，則可以允許其不經宣誓而作證。證人應親自出庭作證，但為保護證人，法院得藉助音像技術聽取證人作證或錄音證言，或以筆錄代之，惟此等措施不應損害或違反被告的權利。
 

提出證人之一方有權詢問該證人。控辯雙方有權就關於該證人的證言及其可靠性的相關事項、證人的可信性和其他相關事項詢問該證人。審判分庭有權在上開詢問之前獲知後詢問該證人。而辯護方有最後詢問證人的權利。

當事各方可以提交與案件相關的證據。法院有權要求提交一切其認為必要的證據以查明真相。
對於公眾週知之事實，法院不應要求提出證明。
至於證據的相關性或可採性，由法院考慮各項因素包括證據的證明價值，以及證據對公平審判或公平評估證人證言可能造成的任何不利影響等認定。

在下列情況下，以違反《規約》或國際公認人權的手段獲得的證據應不予採納：（一）違反的情節顯示該證據的可靠性極為可疑，或（二）如果准予採納該證據將違反和嚴重損害程序的完整性。
6.4.6. 判決

審判採取直接審理主義，法官應出席審判的每一個階段及評議過程。院長會議可以在逐案的基礎上，指定一位或多位候補法官，出席審判的每一階段，在審判分庭任何法官無法繼續出席時，替代該法官。裁判應以審判中經提出及辯論的證據和整個訴訟程序的評估為基礎。判決不應超出指控之範圍。法官應設法作出一致判決，如果無法達成一致意見，應由法官的過半數作出裁判。審判分庭的評議應永遠予以保密，不得公開。判決應製作判決書，敘明理由，充分說明審判分庭對證據作出的裁定及其結論。審判分庭應只作出一項裁判，在不能獲得一致意見的情況下，裁判應包括多數意見和少數意見。判決或其摘要應在公開法庭上宣布。

法院得應請求，或在特殊情況下自行決定，在判決中認定被害人所受之損害、損失和傷害的範圍及程度，徵求並應考慮被告、被害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意見，直接向有罪之被告發布命令，具體列明應向被害人作出適當賠償，包括歸還、補償和恢復原狀。

6.4.7. 判刑

除了被告認罪的情況以外，審判結束前，審判分庭可以自行決定，並應在檢察官或被告請求時，再次舉行聽訊，聽取與判刑相關的任何進一步證據或意見。量刑應公開宣示，並盡可能在被告在場的情況下宣告。

6.5. 上訴

上訴依其標的可區分為對判決、量刑及其他裁判之上訴。

對於有罪或無罪判決，檢察官可以基於：（一）程序錯誤；（二）認定事實錯誤；或（三）適用法律錯誤之其中任一理由上訴。被告或檢察官為被告之利益，得基於下列任一理由上訴，即：（一）程序錯誤；（二）認定事實錯誤；（三）適用法律錯誤；或（四）影響到訴訟程序或裁判公正或可靠性的任何其他理由。對於量刑的判決，檢察官或被告均得以罪刑不相當為由提起上訴。

對於其他的裁判，諸如有關管轄權、可受理性、准許或拒絕釋放被調查人或被告、預審法庭根據第五十六條第三款自行採取保全證據的決定、涉及嚴重影響訴訟公正和審判速度或審判結果等裁判，檢察官或被告均得依照《程序和證據規則》提出上訴。

有關預審法庭根據《規約》第五十七條第三款第四項授權檢察官於特定國家進行特定調查之裁判，該相關國家及檢察官可以提出上訴。上訴分庭應予從速審理。

被害人的法律代理人、被告或因有關要求被賠償被害人之命令而受不利影響之財產所有人，可以對賠償命令提出上訴。

6.6. 上訴法庭的裁判

上訴分庭如認審判程序有失公正，影響到裁判或判刑的可靠性，或原審認定事實有誤、適用法律錯誤或程序錯誤而受重大影響，上訴分庭可以：（一）推翻或修改有關的裁判或判刑；或（二）命令由另一審判分庭重新審判。上訴分庭可以將事實問題發回原審判分庭重新認定，由該分庭向其提出報告，或自行提取證據以認定該問題。若此上訴係由被告或檢察官基於被告利益而上訴，上訴分庭不得作出較不利的改判。
對於不服判刑之上訴，如上訴分庭認定罪刑不相當，可以變更判刑。
上訴分庭的判決應由法官的過半數作出，在公開法庭上宣告。縱使被告不在場，亦得宣告判決。判決書應說明根據的理由。在不能取得一致意見的情況下，判決書應包括多數意見和少數意見，法官並得就法律問題發表個別意見或反對意見。

6.7. 再審

國際刑事法院之案件經過上訴分庭判決即為確定。對於確定判決或判刑，被定罪人基於下列理由可以向上訴分庭申請變更判決或判刑，亦即：（一）發現新證據，而該新證據是審判時無法得到的，而且無法得到該證據的責任不應全部或部分歸咎於提出申請之當事方，此外，該證據必須有足夠之重要性，若在審判時獲得證明，很可能導致不同的判決。（二）在審判期間被採納並作為定罪根據的決定性證據被發現是不實的、偽造的或虛假的。（三）參與定罪或確認指控的法官在該案中有嚴重不當行為或嚴重瀆職行為，其嚴重程度足以根據《規約》第四十六條將其免職。除了被定罪人可以申請再審以外，檢察官亦可代表被定罪人申請再審，倘若被定罪人已亡故，其配偶、子女、父母或其生前以書面明確指示為其申請再審之人亦得基於上述理由申請再審。

上訴分庭認為申請理由不成立者，應將申請駁回。如果確定申請有理由，可以根據情況重組原審判分庭、組成新的審判分庭或保留對此事的管轄權，以期在依照《程序和證據規則》所規定的方式聽取當事各方的陳述後，確定是否應變更判決。

7. 國際合作與司法協助

締約國按照《規約》第八十六條，在國際刑事法院調查和起訴管轄權內的犯罪方面，負有充分合作的義務，並應確保其國內法中有可供採用的程序，以執行《規約》所列各種形式的合作。
法院有權向締約國提出合作請求。請求書應通過外交途徑或各締約國在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時指定之其他途徑轉達。適當時亦可以透過國際刑事警察組織或任何適當的區域組織轉遞。請求書應以被請求國的一種法定語文製作，或附上該種語文之譯本，亦得以國際刑事法院之工作語文之一製作。被請求國除為執行請求必須披露以外，應對合作請求書及其輔助文件保密。對於非締約國，法院可以根據特別安排，與該國達成協議，依照《規約》規定提供協助。此外，法院可以請求任何政府間組織提供資料或文件，與有關組織達成協議，按其主管或職權範圍提供其他形式的合作和協助。

請求協助的項目包括：（一）逮捕及移交犯罪嫌疑人；（二）查明某人的身分、下落或物品所在地；（三）取證，包括宣誓證言、提供法院需要的鑑定意見和報告；（四）訊問被調查或被起訴之人；（五）送達文書，包括司法文件；（六）為自願出庭之證人或鑑定人提供便利；（七）臨時移送被羈押之人；（八）勘驗有關地點或場所，包括掘屍檢驗和檢查墓穴；（九）執行搜索及扣押；（十）提供記錄和文件，包括官方記錄和文件；（十一）查明、追尋和凍結或扣押犯罪收益、財產和資產及犯罪工具，以便最終予以沒收，但不得損害善意第三人之權利；（十二）為便利調查和起訴犯罪而為被請求國法律不禁止的其他形式的協助。

國際刑事法院提出任何協助請求，同時可以採取必要措施，包括保護資料方面的措施，以確保任何被害人、可能證人及其家屬的安全及身心健康。對於根據法院請求提供的任何資料，法院可以要求其提供和處理方式務必保護被害人、可能證人及其家屬安全及身心健康。

如果締約國未按照《規約》規定執行法院的合作請求，致使法院無法行使《規約》規定的職權和能力，法院可以提交締約國大會，或在有關情勢係由安全理事會提交法院情況下，提交安全理事會。
對於非締約國未依協議給予合作，亦同。
換言之，國際刑事法院對於締約國或非締約國不合作之行為，僅能依靠國際政治壓力促其實踐，並無更具體的強制執行措施。

8. 刑罰與執行

8.1.刑罰

對於實施《規約》所列滅絕種族罪、危害人類罪、戰爭罪和侵略罪之人，國際刑事法院可以判處不超過三十年的有期徒刑或無期徒刑，無期徒刑以犯罪極為嚴重且依被告個人情況有此必要為限。除了監禁的主刑以外，法院尚可處以罰金或命令沒收因犯罪所得之收益、財產和資產。
一人被判數罪時，法院應宣告每一項犯罪的刑期，再宣告合併執行的總刑期。總刑期應在數刑中最高刑期以上，但不得超過三十年。

法院量刑時，應考慮犯罪的嚴重程度和被告的個人情況定之。
《程序和證據規則》規則第一四五進一步列舉法院量刑應考慮之因素，包括：罪刑相當、損害的程度、對被害人及其家庭造成的傷害、違法行為的性質、犯罪所用的手段、故意的程度、犯罪的方式、時間、地點、被告參與犯罪的程度、被告的年齡、教育、社會和經濟狀況。除此以外，應斟酌量刑的減輕事由包括：（一）不足以構成排除刑事責任的理由，例如嚴重的智力缺陷或脅迫；（二）被告在犯罪後的行為，包括任何為賠償被害人而作出的努力和與法院的合作。量刑的加重事由包括：（一）以前因本法院管轄權內的犯罪或類似性質的犯罪而被定罪；（二）濫用職權或官方身分；（三）在被害人特別孤弱無助的情況下實施犯罪；（四）犯罪手段特別殘忍，或多人被害；（五）犯罪動機涉及性別、種族、年齡、膚色、語言、宗教、信仰、政見或其他見解、民族本源、族裔、社會出身、財富、出生或其他身分的歧視；（六）其他未列舉而類似上述情節之情況。

有罪之被告如先前因本罪遭受國際刑事法院命令羈押，法院判處徒刑應扣減羈押之時間。法院亦可扣減被告因該犯罪行為受到羈押的任何其他時間。

8.2.執行

8.2.1. 徒刑之執行

國際刑事法院沒有自己的監獄，因而刑罰之執行亦必須仰賴締約國之合作。法院應當從表示願意接受被判刑人的國家名單中指定一個國家，在該國執行徒刑。法院在行使指定國家的酌定權限時，應考慮下列因素：（一）締約國根據公平分配原則
分擔執行徒刑的責任；（二）關於囚犯待遇適用廣為接受的國際條約標準；（三）被判刑人的意見；（四）被判刑人的國籍；（五）指定執行國時應酌情考慮的其他因素，包括有關犯罪情節、被判刑人情況，或判刑的有效執行的因素。如果沒有指定任何國家，則在東道國即荷蘭提供的監獄設施執行徒刑。
國際刑事法院可以隨時決定將受刑人轉移到另一國的監獄，受刑人亦得隨時申請將其轉移出執行國。

徒刑的執行應受國際刑事法院之監督。受刑人與法院之間的通訊應不受阻礙，且應予保密。監禁條件由執行國的法律規定，對於囚犯的待遇並應符合廣為接受的國際條約標準，但條件的寬嚴不得有別於執行國同類犯罪囚犯的監禁條件。

國際刑事法院做成的判決對於締約國具有拘束力，締約國不得做任何修改。只有法院本身有權對上訴和改判的任何申請作出裁判。執行國不得阻礙被判刑人提出任何此類申請。
在法院宣判的刑期屆滿以前，執行國不得釋放受刑人。唯有國際刑事法院有權作出減刑決定。對於已執行刑期三分之二的受刑人，或被判處無期徒刑但已服刑二十五年的受刑人，法院應當對其判刑進行複查，以確定是否應當減刑。法院進行複查時，如認為存在下列一項或多項因素，可以減刑：（一）該人較早而且一直願意在法院調查和起訴方面與法院合作；（二）該人在其他方面自願提供協助，使法院得以執行判決和命令，尤其是協助查明與罰金、沒收或賠償命令有關的，可以用於被害人利益的資產的下落；或（三）根據《證據和程序規則》的規定，其他因素證明，情況發生明顯、重大的變化，足以構成減刑的理由。

如果受刑人越獄逃離執行國，該國可以在與國際刑事法院協商後，請求該人所在的國家依照現行雙邊或多邊協議移交該人，或者請求法院依照第九編要求移交該人。法院可以指示將該人遞解原服刑地國家或法院指定的另一個國家。

非執行國國民的人在服刑期滿後，除非執行國准許該人留在該國境內，根據執行國法律，該人可以被移送到有義務接受該人的國家，獲被移送到同意接受該人的另一個國家，但應考慮該人是否願意被移送到該國。

8.2.2. 罰金和沒收之執行

締約國應根據其國內法程序，執行國際刑事法院命令的罰金或沒收，但不應損害善意第三人之權利。若無法執行沒收命令時，應收繳價值相當之財物。締約國因執行法院判決而獲得之財產或出售執行所得財產之收益，應轉交國際刑事法院。

9. 結語

國際刑事法院自二００二年七月一日生效以後，檢察官辦公室陸續收到來自世界各地的檢舉。烏干達共和國（Republic of Uganda）於二００四年一月二十九日向國際刑事法院檢察官Luis Moreno-Ocampo提交境內叛軍The Lord’s Resistance Army 在北烏干達對於平民的暴行情勢
，是第一起依據《規約》第十三條第一款由締約國向檢察官提交已經發生犯罪情勢的案件。剛果民主共和國（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中非共和國（the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亦先後於二００四年四月十九日
、二００五年一月六日
向國際刑事法院檢察官提交其國內之犯罪情勢。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則依據《規約》第十三條第二款於二００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做成第1593號決議，向國際刑事法院檢察官提交自二００二年七月一日以後發生在蘇丹共和國（Republic of the Sudan）之犯罪情勢。
而檢察官在初步調查犯罪情勢是否屬於國際刑事法院管轄及可受理性之後，已於二００四年六月二十一日決定對剛果共和國之犯罪情勢展開調查
、同年七月二十八日決定對於烏干達共和國之犯罪情勢展開調查
、二００五年六月六日決定對於蘇丹共和國之犯罪情勢展開調查。
其中關於烏干達的案件，檢察官並已於二００五年五月六日向預審分庭聲請對於五個犯嫌發給逮捕令，預審分庭於同年七月八日核發了國際刑事法院第一件逮捕令。

國際刑事法院經過前人五十年的努力、結集了百餘個國家的意志方得成立，更投入了龐大的資源，背負著世人的期望，可以說只許成功不准失敗。然而這個歷史上第一個國際刑事法院在許多方面都是史無前例的嘗試，面臨的困難及挑戰自然不在話下。雖然我國加入《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暫時有外交、政治現實上之困難，但《規約》有可能適用於發生在非締約國領土內發生之犯罪，且《規約》所訂定的刑事實體及訴訟規定、國際司法互助合作的範圍及方式等等，可謂是世界趨勢的具體呈現，國際刑事法院未來的實踐及發展對於吾人仍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The Prosecutor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The role of the Prosecutor was one of the most controversial issues at the Rome Conference.  The original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draft did not provide the Prosecutor proprio motu powers to initiate an investigation at his or her discretion.  Prosecution of a crime must not be undertaken without a referral by a State or the Security. However, during the Rome Conference both opponents and supporters of an independent Prosecutor were concerned about the risk of politicization of the Court, which would undermine the impartiality of the Court.  The Conference finally reached an agreement after vigorous debate and proposals of revision.  The Pre-Trial Chamber was designed to the checks and balances of the powers conferred to the Prosecutor.  The mechanism provides insulation for the Prosecutor from external pressures and meanwhile prevents possible abuse of power by the Prosecutor.  This article is going to introduce the functions of the Prosecutor.

The Office of Prosecutor is an Independent Organ

According to Article 34(C) of the Rome Statute, the Office of the Prosecutor is one of the organs of the ICC. However, the Office of the Prosecutor shall act independently as a separate organ of the Court. A member of the Office shall not seek or act on instructions from any external source (Art.42 para.1). The prosecutor and Deputy Prosecutors are prohibited from engaging in any activity which is likely to interfere with his or her prosecutorial functions or to affect confidence in his or her independence (Art. 42 para5).  
The Appointment of the Prosecutor
The Prosecutor and the Deputy Prosecutors shall be persons of high moral character, be highly competent in and have extensive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the prosecution or trial of criminal cases. They shall have an excellent knowledge of and be fluent in at least one of the working languages of the Court, i.e. English and French (Art. 42 para.3).

The Prosecutor shall be elected by secret ballot by an absolute majority of the members of the Assembly of States Parties. The Deputy Prosecutors shall be elected in the same way from a list of candidates provided by the Prosecutor.  The Prosecutor shall nominate three candidates for each position of Deputy Prosecutor to be filled.  Unless a shorter term is decided upon at the time of their election, the Prosecutor and the Deputy Prosecutors shall hold office for a term of nine years and shall not be eligible for re-election (Art. 42 para.4).

Salaries, Allowances and Expenses

The salaries, allowances and expenses of the Prosecutor and Deputy Prosecutors are decided upon by the Assembly of States Parties, and may not be reduced during their terms of office (Art.49). 
Privilege and Immunity

The Prosecutor and the Deputy Prosecutor shall enjoy the same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as are accorded to heads of diplomatic missions while carrying out their duties with respect to the business of the Court, and shall continue to be accorded immunity from legal process of every kind in respect of words spoken or written and acts performed by them in their official capacity after the expiry of their terms of office (Art.48 para.2).  The privilege and immunity of the Prosecutor may be waived by an absolute majority of the judges.  The privilege and immunity of the Deputy Prosecutor may be waived by the Prosecutor (Art.48 para.5).

Disciplinary Measures

Article 47 provides that the Prosecutor or a Deputy Prosecutor shall be subject to disciplinary measur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ules of Procedure and Evidence in cases of misconduct of a less serious nature than that set out in Article 46 paragraph 1.

Removal from the Office of Prosecutor

Under Article 46 paragraph 1, the Prosecutor or a Deputy Prosecutor may be removed from office in situations where he or she is found to have committed serious misconduct or a serious breach of his or her duties under the Statute, as provided for in the Rules of Procedure and Evidence; or is unable to exercise the functions required by the Statute.  Removal from Office of the Prosecutor requires an absolute majority of the States Parties by secret ballot (Art.46 para. 2(b)).  The rule is the same for Deputy Prosecutors, except that the States Parties in the Assembly will act upon the recommendation of the Prosecutor (Art.46 para.2(c)).  A Prosecutor or Deputy Prosecutor so challenged is entitled to have full opportunity to present and receive evidence and to make submission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ules of Procedure and Evidence (Art.46 para. 4), but he or she may not otherwise participate in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matter.  

Except the Assembly of States Parties shall provide management oversight to the Prosecutor according to Article 112, paragraph 2, the Statute does not provide for any general control by any other person over the Prosecutor’s work.  

Staff of the Office of Prosecutor

Pursuant to Article 44 paragraph 1 and 2, the Prosecutor is empowered to appoint the staff of the Office of the Prosecutor including the appointment of investigators.  In the employment of staff, the prosecutor shall ensure the highest standards of efficiency, competency and integrity, and shall have regard to the criteria set for the in Article 36, paragraph 8, i.e.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principal legal systems of the world, equitable geographical representation and a fair representation of female and male.  Staff Regulations proposed by the Registrar shall be agreed upon by the Presidency and prosecutor before approved by the Assembly of States Parties (Art.44 para. 3). 

Initiation of prosecution

The initiation of prosecution may come form three sources, i.e., a State party, the Security Council or the Prosecutor.(Art.13) Whether the Prosecutor should have the power to initiate prosecution or not was one of the most controversial issues during the Rome Conference.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draft statute took a position that the court was “ a facility available to States Parties to its Statute, and in certain cases to the Security Council (“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on the Work of Its Forty-Sixth Session, 2 May –22 July 1994”). During the negotiation, the idea of an independent prosecutor was widely convinced.  

Article 13 provides that the Court “ may exercise its jurisdiction” when a situation has been referred by States parties or the Security Council.  The Prosecutor is not obliged to investigate or prosecute in all cases.  The Prosecutor has to consider the criteria contained in Article 53 paragraph 2, i.e. whether there is sufficient legal or factual basis, whether the case is inadmissible under Article 17, and whether the prosecution is in the interests of justice, taking into account all the circumstances, including the gravity of the crime, the interests of the victims and age or infirmity of the alleged perpetrator, and his or her role in the alleged crime. The Prosecutor has the discretion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re is sufficient basis for a prosecution.  
The Prosecutor may find that there is not sufficient basis for a prosecution. The Pre-Trial Chamber, at the request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or the State making a referral, may review the decision of the Prosecutor not to proceed and may request the Prosecutor to reconsider that decision.  In addition, the Pre-Trial Chamber may, on its own initiative, review a decision of the Prosecutor not to proceed if it is based solely on Article 53 paragraph 1 (c) and paragraph 2 (c). The Prosecutor’s decision shall be effective only if confirmed by the Pre-Trial Chamber. (Art.53 para.3)

Once the Prosecutor concludes that there is sufficient basis, there is the mechanism for the confirmation of indictments.  Article 61 provides that the Pre-Trial Chamber is required to hold a hearing to confirm the charges on which the Prosecutor intends to seek trial within a reasonable time after the person’s surrender or voluntary appearance before the Court.  The Prosecutor must present sufficient proof of each charge.  The Pre-Trial Chamber shall determine whether there is sufficient evidence to establish substantial grounds to believe that the person committed each of the crimes charged.  The Pre-Trail may find there is sufficient evidence, confirm the charge and commit the person to a Trail Chamber for trial; decline to confirm the charges in relation to which it has determined that there is insufficient evidence; or adjourn the hearing and request the Prosecutor to provide further evidence or modify a charge.  In the case where the Pre-Trial Chamber declines to confirm a charge, the Prosecutor can apply for confirmation again later with additional new evidence. 

After confirmation of the charges and before the trial has begun, the Prosecutor may amend the charges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Pre-Trial Chamber and after notice to the accused.  If the Prosecutor seeks to add additional charges or to substitute more serious charges, a hearing under this article confirm those charges must be held. After commencement of the trial, the Prosecutor may withdraw the charges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Trial Chamber.  (Art. 61 para. 9)
Duties and Powers of the Prosecutor with Respect to Investigations

The Prosecutor is bound by the duty to be objective and to discover the truth (Art. 54 para.1 (a)).  The Prosecutor must investigate both incriminating and exonerating circumstances equally.  In doing the investigation, the Prosecutor must respect the rights of the accused and the interests and personal circumstances of victims and witnesses, including age, gender, health, the nature of the crime, in particular where it involves sexual violence, gender violence or violence against children (Art. 54 para.1 (b), (c)).

The prosecutor and the Deputy Prosecutor shall not participate in any matter in which their impartiality might reasonably be doubted on any ground.  They shall be disqualified from a case if they have previously been involved in any capacity in that case before the Court or in a related criminal case at the national level involving the person being investigated or prosecuted (Art. 42 para6,7).
Article 54, paragraph 3 lists the investigative methods which the Prosecutor may take, they are: (a) Collect and examine evidence; (b) Request the presence of and question persons being investigated, victims and witnesses; (c) Seek the cooperation of any State or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or arrangement in accordance with its respective competence or mandate; (d) Enter into such arrangements or agreements, not inconsistent with this Statute, as may be necessary to facilitate the cooperation of a State,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or person; (e) Agree not to disclose, at any stage of the proceedings, documents or information that the Prosecutor obtains on the condition of confidentiality and solely for the purpose of generating new evidence, unless the provider of the information consents; and (f) Take necessary measures, or request that necessary measures be taken, to ensure the confidentiality of information, the protection of any person or the preservation of evidence.

Article 54, paragraph 2 deals with investigations on the territory of States and requires the Prosecutor to conduct investiga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Part 9 of the Statute on State cooperation and Article 57, paragraph 3 (d).  Article 57 paragraph 3 (d) will be referred to only when the Pre-Trial Chamber has determined in the case that the State is clearly unable to execute a request for cooperation due to the unavailability of any authority or any component of its judicial system competent to execute the request for cooperation under Part 9. In this case, the Pre-Trail Chamber can authorize the Prosecutor to take specific investigative steps within the territory of a State Party without having secured the cooperation of that State under Part 9 of the Statute.

At the request of the Prosecutor, the Pre-Trial Chamber may issue orders and warrants required for the purposes of an investigation.  For the application of a warrant of arrest of a person, the Prosecutor shall provide the Pre-Trial Chamber with ample evidence and other information to satisfy the criteria that: “ (a) There are reasonable grounds to believe that the person has committed a crime within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court, and (b) The arrest of the person appears necessary: (i) to ensure the person’s appearance at trial, (ii) to ensure that the person does not obstruct or endanger the investigation or the court proceedings, or (iii) where applicable, to prevent the person from continuing with the commission of that crime or a related crime which is within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Court and which arises out of the same circumstances.” (Art. 57 para.3 (a), Art. 58 para.1).  

As an alternative to seeking a warrant of arrest, the Prosecutor may submit an application requesting that the Pre-Trial Chamber issue a summons for the person to appear.  If the Pre-Trial Chamber is satisfied that there are reasonable grounds to believe that the person committed the crime alleged and that a summons is sufficient to ensure the person’s appearance, it shall issue the summons, with or without conditions restricting liberty (other than detention) if provided for by national law, for the person to appear (Art.58 para.7).

Where the Prosecutor considers an investigation to present a unique opportunity to take testimony or a statement from a witness or to examine, collect or test evidence, which may not be available subsequently for the purposes of a trial, the Prosecutor shall so inform the Pre-Trial Chamber.  In this case, the Pre-Trial Chamber may, upon the request of the Prosecutor, take such measures as may be necessary to ensure the efficiency and integrity of the proceedings and, in particular, to protect the rights of the defence. The measures may be: (a) Making recommendations or orders regarding procedures to be followed; (b) Directing that a record be made of the proceedings; (c) Appointing an expert to assist; (d) Authorizing counsel for a person who has been arrested, or appeared before the Court in response to a summons, to participate, or where there has not yet been such an arrest or appearance or counsel has not been designated, appointing another counsel to attend and represent the interests of the defence; (e) Naming one of its members or, if necessary, another available judge of the Pre-Trial or Trial Division to observe and make recommendations or orders regarding the collection and preservation of evidence and the questioning of persons; (f) Taking such other action as may be necessary to collect or preserve evidence (Art.56 para.1, 2). 

Where the Prosecutor has not sought measures pursuant to Article 56 but the Pre-Trial Chamber considers that such measures are required to preserve evidence that it deems would be essential for the defence at trial, it shall consult with the Prosecutor as to whether there is good reason for the Prosecutor’s failure to request the measures.  If upon consultation, the pre-Trail Chamber concludes that the prosecutor’s failure to request such measures is unjustified, the Pre-Trail Chamber may take such measures on its own initiative.  The Prosecutor may appeal with regards to a decision of the Pre-Trial Chamber to act o its own initiative.  The appeal shall be heard on an expedited basis. (Art.56 para.3)

While performing his or her functions, the Prosecutor is subject to not only the Statute but also the Rules of Procedure and Evidence. The Rules of Procedure and Evidence has been adopted by a two-thirds majority of the members of the Assembly of States Parties.  Amendments to the Rules of Procedure and Evidence will also require a two-thirds majority of the members of the Assembly of States parties, but may be proposed by any State Party, the judges acting by an absolute majority, or the Prosecutor (Art. 51 para.1, 2).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Judicial Assistance

Not like domestic system, there is no police in the ICC.  The Prosecutor is authorized to appoint staff including investigators of the Office of the Prosecutor.  These investigators will be subordinates of the Prosecutor.  However, the Statute imposes on States Parties an obligation to provide assistance in relation to investigations or prosecutions, which including: (a) The identification and whereabouts of persons or the location of items; (b) The taking of evidence, including testimony under oath, and the production of evidence, including expert opinions and reports necessary to the Court; (c) The questioning of any person being investigated or prosecuted; (d) The service of documents, including judicial documents; (e) Facilitating the voluntary appearance of persons as witnesses or experts before the Court; (f) The temporary transfer of persons; (g) The examination of places or sites, including the exhumation and examination of grave sites; (h) The execution of searches and seizures; (i) The provision of records and documents, including official records and documents; (j) The protection of victims and witnesses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evidence; (k) The identification, tracing and freezing or seizure of proceeds, property and assets and instrumentalities of crimes for the purpose of eventual forfeiture,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rights of bona fide third parties; and (l) Any other type of assistance which is not prohibited by the law of the requested State, with a view to facilitating the investigation and prosecution of crimes within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Court.(Art.93 para.1).  The Prosecutor can thus and in practice will have to rely largely on cooperation of State Parties.  In case a State Party fails to comply with a request to cooperate by the Court contrary to the provisions of the Statute, thereby preventing the Court from exercising its functions and powers under the Statute, the Court may make a finding to that effect and refer the matter to the Assembly of States Parties or, where the Security Council referred the matter to the Court, to the Security Council. (Art. 87 para.7)

Appeal

The Prosecutor may make an appeal against the judgment on the basis of procedural error, error of fact or error of law, or against the sentence on the ground of disproportion between the crime and the sentence (Art. 81 para.1, 2). The Prosecutor can also appeal against other decisions listed in Article 82, which includes: (a) a decision with respect to jurisdiction or admissibility; a decision granting or denying release of the person being investigated or prosecuted; a decision of the pre-Trial Chamber to act on its own initiative under Article 56 paragraph 3; a decision that involves an issue that would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fair and expeditious conduct of the proceedings or the outcome of the trial, and for which, in the opinion of the Pre-Trial or Trial Chamber, an immediate resolution by the Appeals Chamber may materially advance the proceedings.

Revision of Conviction or Sentence

The Prosecutor may apply to the Appeals Chamber to revise the final judgment of conviction or sentence on the convicted person’s behalf on the grounds that: (a) New evidence has been discovered that: (i) Was not available at the time of trial, and such unavailability was not wholly or partially attributable to the party making application; and (ii) Is sufficiently important that had it been proved at trial it would have been likely to have resulted n a different verdict; (b) It has been newly discovered that decisive evidence, taken into account at trial and upon which the conviction depends, was false, forged or falsified; (c) One or more of the judges who participated in conviction or confirmation of the charges has committed, in that case, an act of serious misconduct or serious breach of duty of sufficient gravity to justify the removal of that judge or those judges from office under Article 46.
� 參聯合國網站所置《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批准情形一覽表，http://untreaty.un.org/ENGLISH/bible/englishinternetbible/partI/chapterXVIII/treaty10.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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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本網頁為� HYPERLINK "http://www.un.org/chinese/work/law/Roma1997.htm" ��http://www.un.org/chinese/work/law/Roma199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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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約》第六十一條。


� 《規約》第六十二條。


� 《規約》第六十三條。


� 《規約》第六十四條第七款。


� 《規約》第六十四條第二、三、四、五款。


� 《規約》第六十四條第八款第二項。


� 《規約》第六十四條第十款。


� 《規約》第六十四條第六款。


� 《規約》第六十五條。


� 《規約》第六十九條第一款、第二款、《證據和程序規則》規則第六十六分則一、二。


� 《證據和程序規則》規則第一四０分則二。


� 《規約》第六十九條第三款。


� 《規約》第六十九條第四款。


� 《規約》第六十九條第六款。


� 《規約》第七十四條。


� 《規約》第七十五條第一、二、三款。


� 《規約》第七十六條。


� 《規約》第八十一條第一、二款。


� 《規約》第八十二條第一款。


� 《規約》第八十二條第二款。


� 《規約》第八十二條第三款。


� 《規約》第八十三條第二款。


� 《規約》第八十三條第三款。


� 《規約》第八十二條第四款、第五款。


� 《規約》第八十四條第一款。


� 《規約》第八十四條第二款。


� 《規約》第八十八條。


� 《規約》第八十七條第一、二、三款、第五款第一項及第六款。


� 《規約》第八十七條第四款。


� 《規約》第八十七條第七款。


� 《規約》第八十七條第五款第二項。


� 《規約》第七十七條。


� 《規約》第七十八條第三款。


� 《規約》第七十八條第一款。


� 《規約》第七十八條第二款。


� 所謂的「公平分配原則」參見《程序和證據規則》規則第二０一包括：「（a）公平地域分配原則；（b）名單上每一國均有機會接受被判刑人；（c）該國和其他執行國家已接受的被判刑人人數；（d）任何其他有關因素。」


�《規約》第一百零三條第一款第一項、第三款、第四款。


�《規約》第一百零四條。


�《規約》第一百零六條。


�《規約》第一百零五條。


�《規約》第一百十條。 


�《規約》第一百十一條。 


�《規約》第一百零七條第一款。 


�《規約》第一百零九條。


� 國際刑事法院檢察官辦公室發佈之新聞 ”President of Uganda refers situation concerning the Lord's Resistance Army (LRA) to the ICC”


http://www.icc-cpi.int/press/pressreleases/16.html


�國際刑事法院檢察官辦公室發佈之新聞”Prosecutor receives referral of the situation in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http://www.icc-cpi.int/press/pressreleases/19.html


�國際刑事法院檢察官辦公室發佈之新聞 ” Prosecutor receives referral concerning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http://www.icc-cpi.int/press/pressreleases/87.html


�國際刑事法院檢察官辦公室發佈之新聞 “ Security Council refers situation in Darfur to ICC Prosecutor”


http://www.icc-cpi.int/press/pressreleases/98.html


�國際刑事法院檢察官辦公室發佈之新聞 “ The Office of the Prosecutor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opens its first investigation”


http://www.icc-cpi.int/press/pressreleases/26.html


�國際刑事法院檢察官辦公室發佈之新聞 “ Prosecutor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opens an investigation into Nothern Uganda”


http://www.icc-cpi.int/press/pressreleases/33.html


�國際刑事法院檢察官辦公室發佈之新聞 “ The Prosecutor of the ICC opens investigation in Darfur “


http://www.icc-cpi.int/press/pressreleases/107.html


�國際刑事法院檢察官辦公室發佈之新聞” Warrant of Arrest unsealed against five LRA Commanders”


http://www.icc-cpi.int/press/pressreleases/1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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